秦汉时期的死刑制度

秦朝作为奴隶社会转型后的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死刑制度带有奴隶社会时期的旧法残余，种类繁多，手段残忍。秦朝崇尚法家思想使得秦律表现出轻罪重罚的特点，以此作为巩固封建君主专制的法律基础。

秦朝死刑制度除了基本的斩刑，绞刑以外，还有多种酷刑，如腰斩，即将犯人拦腰斩断；枭首，也就是砍下头颅悬挂于城门示众；磔刑，俗称千刀万剐，与凌迟类似；弃市，即当众在闹市处死犯人以达到震慑百姓的作用，后世于唐朝曾用此法处死酷吏来俊臣。此外还有用铁器击打犯人头部使其死亡的凿颠刑，抽取人的肋骨的抽胁刑，用鼑煮杀人的镬烹刑，以及车裂，戮尸，俱五刑，还包括有株连三族的族刑等。

秦朝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主要有危害专制皇权罪，人身伤害罪如贼杀，也就是故意杀人等等，以及教唆他人犯罪等。秦朝死刑虽然残酷，但仍有很多进步的刑法适用制度，如免于追究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区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对于自首以及主动消除犯罪后果的人减刑等，可见秦朝残酷的刑罚背后也有着一些人文关怀。

   汉朝之初奉行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汉武帝时期儒家独尊，崇尚礼治及宗法伦理，因此汉代的死刑制度相比于秦朝而言更加温和，种类减少，执行手段也远不如秦朝残忍恐怖。汉代主要的执行方式是斩刑，以腰斩，枭首，弃市为主。死刑罪名主要有矫制矫诏大害，废格诏令罪，大不敬，巫蛊罪，腹诽罪等。

汉朝崇尚仁政礼治，出现了一些富有人文关怀及宗法伦理精神的制度，如针对老幼及孕妇的恤刑悯囚制度，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等，死刑复核制度开始萌芽。

唐代死刑制度
唐代是中国封建时代法律发展的最高峰，死刑制度不论是在适用范围还是适用的程序上都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完整的制度结构。

一．适用对象：涉及到各个阶层的人

在唐代，关于死刑的法定刑有绞刑和斩刑两种。绞刑143条，斩刑89条。

1.罪及以上重罪占到了所有罪名的半数。在唐代刑法中，对那些对冲击到政权甚至为政权的稳定带来严重破环的犯罪行为的打击范围和惩罚力度都予以扩大，并且将这些犯罪行为明文规定排除在“八议”以外，得不到宽恕和赦免。

2.官吏人员，只有在出现监守自盗，盗所监财物和监临主受财枉法这三种犯罪行为的时候，才可能会被适用于死刑。

3.代刑律中，除了谋逆罪及以上重罪和官吏赃罪这两大死刑罪名之外，其他死刑适用罪名也占到了三分之一，主要集中在盗贼和强盗的犯罪行为。

可以看出，唐朝死刑适用制度在适用对象上涉及到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最为集中的适用对象就是官吏大臣，在职位上没有明显的高等之分。

 二．适用程序

创设了两个特殊的死刑适用程序，死刑评议程序和死刑五复奏程序。

1.死刑平议程序要所有五品以上官员参与，集思广益。明显减少案件的重判，错判。

2.死刑五复奏是由太宗皇帝对三复奏的程序更加严格的修改，大大减少滥杀的案件数量。唐朝死刑复核制度重视直接言词审理的原则。复核程序中往往要求亲自取得囚犯的口供。《唐令》规定：“凡决大辟罪，在京者行决之司五复奏；在外者刑部三复奏。”

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唐朝的死刑制度是比较克制和宽缓的。不论从唐代的适用对象和适用程序上都能体现出唐代的“慎行”思想。保证法律威慑性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更加看重刑法在进行时的文明性。

统治者利用礼来对人们的内心进行约束，利用法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二者结合。唐代统。唐朝统治者将慎行恤的观念当作是崇尚的刑法观念之一，因此对死刑条款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将以往朝代残酷死刑的执行方式予以废除，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为绞刑和斩刑两种。唐代名臣魏征强调在法律中公平的重要性，并且公平在死刑制度中体现。

宋朝死刑制度

1.主要分绞，斩。

《宋刑统·名例律》［死刑二    绞、斩］

斩《宋刑统·贼盗律》附敕规定“擒获强盗，不论有赃无赃，并集众决杀。”［对于强盗罪，唐律区别是否持杖，得脏多少分别处罚：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一尺徒三年，每二匹加一等，满十匹或伤人着绞，杀人者斩，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五匹绞，伤人者斩。］

对于盗窃罪《宋刑统·贼盗律》附敕规定“捉获盗贼，赃满三匹以上者，并集众决杀。”

唐律则规定：不得财笞五十，得财一尺仗六十，五十匹以上加役流。

2.决重杖一顿处死

《宋刑统》在斩，绞两种死刑之外，又以附敕形式准用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以来施行的决重杖一顿处死的执行方式，适用于一些死刑重犯。《宋刑统·名例律·死刑二》唐建中三年八月二月二十七日敕节文：其十恶中恶逆以上四等罪，请准律用刑；其余应合处绞，斩刑，自今已后，并决重仗一顿处死，以代极法。据此，该刑适用于除十恶中的恶逆以上四种犯罪以外应处绞，斩刑的犯罪。尽管方式残忍，但其立法之意轻于绞，斩。

《宋刑统·贼盗律》在沿用唐律规定的同时，另以附敕规定“有此色之人，便仰收捉勘寻，据关连徒党，并决重仗处死”这实际是对轻于绞刑者也不分情节，不论首从，一律重仗处死，明显重于唐律。

3.凌迟

凌迟亦称“陵迟”，圆指丘陵坡势渐缓之意，作为我国古代最为残酷的一种，民间俗称“千刀万剐北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诏如闻荆湖杀人祭鬼，自今首谋若加功者，凌迟斩。”神宗以后，凌迟使用逐渐增多，主要镇压一些严重犯罪。南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将凌迟与斩，绞并列，成为法定死刑，后为元、明、清各朝沿用。

4.严惩“贪墨之罪”

贪墨是指贪官污吏贪赃枉法行为。北宋之初从严治贪，太祖，太宗时，长将贪赃枉法官吏处以弃市。

元朝死刑制度

一、停止屠城:蒙古时期死刑文化转化的第一步，但屠城之制却并非仅仅是征战中的错误政策,而是依据法令进行的一种刑事惩罚。停止屠城是一个由个案到法令的转换，1232 年的窝阔台汴京禁止屠城是蒙古统治政策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标志,其意义非常重大。蒙古统治者至少从此时开始在最高统治者层面树立了一个放弃屠城传统的先例。在这之前,有组织的“屠城”是合法的,只是没有得到命令的“妄杀”才是被禁止的。

二、禁止妄杀:蒙古时期死刑文化转化的第二步，

三、死刑奏报:蒙古时期死刑文化转化的第三步

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是一部以蒙古民族传统习惯法为主体的诸法合体的法典,保留了许多蒙古民族长期形成的习惯法,同时也包含有许多成吉思汗时期制定的军事法性质十分明显的规定。虽然由于文本的失传,今天已经很难确切统计出《大札撒》的法条数目,也难以了解其全部的内容。但就现存的三十余条法条进行分析,其中涉及刑杀的几近一半。《大札撒》大量适用死刑,但对其程序却规定得较少。

依旧是窝阔台执政时期，所颁布的《便宜十八事》首次明确规定死刑奏报制度。从立法的角度讲,关于死刑奏报的制度已经初步确立,但其实际施行情况却被大打折扣。但从忽必烈时期开始逐渐细化死刑奏报制度，但至元代结束,元朝都没有完全继承和实行一套完整的死刑奏报制度。

与唐宋相比，元朝刑法放宽了许多，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巨大进步，对犯罪处罚手段只有笞、杖、徒、流、死五种，而且在具体实行这五种刑罚手段时司法机关也格外慎重。

死刑它是消灭罪犯生命的一种惩罚方式，也是五刑之中最重的刑罚．起初的蒙元时期法律以习惯法为主要特征，判处死刑的条件非常随意，叛国与吃饭被噎这样相差悬殊的事情都会被判处死刑。但随着窝阔台、忽必烈等统治者的上台，刑罚逐渐趋于成文化，合理化。总体来说，元代的死刑分为两种，斩与凌迟。取消了前代作为法定死刑的绞．死刑主要适用于犯罪情节十分恶劣的罪犯。另外，凌迟成为特殊犯罪的常见刑罚，用于大恶如谋叛，叛逆等重。大罪行．与此同时，剥皮、醯（醋浸泡人的尸体）等也是常见的死刑，但都不属于正刑。

元朝统治者存在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狭隘的民族偏见。确立民族压迫的刑罚原则，这种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反映在刑事法律上，便是对各民族之间的犯罪行为同罪异罚。依照元代法律规定，有些刑罚只适用于汉人和南人，而蒙古人和色目人不用。如，蒙古人“因争乘罪殴死汉人者”，只需“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 ；而汉人殴杀蒙古人，则立即处死，并向其家属征收烧埋银。为首的一百七，出军”。
明朝死刑制度
一、明代死刑的适用范围与行刑方式为了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死刑的设立与适用。洪武三十年正式颁布的《大明律》，“至纤至悉”，计四百六十条，是明代最重要的一部法典。

明律关于死刑的适用范围的规定可谓详尽而完备。同时，明律还规定或者默认了一些不适用死刑的情形、一些只能通过特殊程序议处的死刑案件来对死刑适用范围进行限制。《大明律》规定：“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也就是说，这些人犯了死罪后，由皇帝决定如何论处。而“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据这一规定，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因为他们“皆少智力”。这些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和唐律基本上一脉相承。自西汉以来几乎每朝每代都有的免死制度在明代同样盛行。洪武初年，一大批皇亲国戚、开国元勋都获得了免“铁券”。铁券共分为七等， 。免死制度的实施，把少数特权者公然排除在死刑的适用范围之外。起源于曹魏的“八议”制度，为历朝法律所沿袭，明代也同样有明确规定。对于“亲”、“故”、“功”、“忠”、“能”、“勤”、“贤”、“宾”等八种人犯罪，应当“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而在实践操作时，这八种人即使犯了死罪，只要不属于“十恶”重罪，多数人都会得到皇帝的宽宥而免死。反映了明代死刑制度实质上的不平等性。

关于死刑的行刑方式，《大明律》中规定有绞、斩、凌迟三种。
从《大明律》来看，明代对于凌迟的适用，仅限于谋反大逆、谋杀祖父母和父母、杀死亲夫、谋杀故夫父母、杀一家三人、採生拆割人、奴婢殴家长、妻妾殴夫等条文。

可见，明代法律中虽然保留了凌迟刑，但其适用范围还是比较狭窄的，主要针对那些谋权篡位及大逆不道行为。
四、明代死刑的赎罪制度

囚犯以财物或服劳役来折抵应科之死刑，这一制度缘起于夏代。明代赎刑适用范围较广泛，具体到死刑的赎罪制度，其相关规定也较以往更为详细具体。

明代的死刑赎罪之法分“纳赎”、“罚役”两种。“纳赎”的实施，朝廷确实可以“得时藉其入，以佐缓急”。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鉴于不同阶层经济条件差异的存在，这种死刑赎罪方法极易导致“富者得生，贫者独死”，“贫富异刑而法不一也”，助长了金钱至上的观念，践踏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的公正性。除“纳赎”之外，“罚役”也是一种常用的死罪赎罪之法。洪武时期，犯人赎罪时，大抵下令罚劳役的占多数，诸如运米、屯田、种植等等。通过“罚役”来折抵死罪，很多死囚得免一死，统治者也获得了一大批可供役使的劳动力，对明代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边防的巩固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朝死刑制度
清朝《大清律例》中仍规定死刑执行方式为斩刑，绞刑两种，并规定凡律中没有标明监候立决的皆为立决，凡例中没有标明的皆为监候。但是，清朝实际执行死刑时还有凌迟，枭首，戮尸三种。
对于清朝需要关注的死刑相关制度就是死刑的复核制度——秋审 少杀慎杀。
清代秋审被视为国家大典，是对依律秋决但尚未执行的对象进行死刑复核的会审制度。其程序之严格、审议之慎重、情法之持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仅见。清代州县只有审理民事案件的自治权，刑事案件必须上报。简略而言，对于死刑案件，州县初审后，逐级报送知府、按察使、督抚复审。地方各级提出定罪量刑意见，督抚如无异议，即向皇帝奏报，并抄送副本与刑部分管司。皇帝收到督抚奏报后，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依律拟罪。若涉死罪，则纳入秋审程序。

秋审主要确定死刑对象的类别，分为情实、缓决、矜疑三项，乾隆前期又加入留养、承祀两项。若断为情实，则执行死刑；缓决者继续监侯，于次年秋审时再行议处；矜疑是可矜可疑的略称(乾隆三十二年改为可矜)，符合此项者可获减刑。留养是考虑到罪囚有赡养老病双亲的责任而免其死罪，承祀则是考虑到罪囚家族香火承续而免其死罪。

秋审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为一至四月，书吏起草文案，分管事务的刑部司官(主事、员外郎、郎中)对文案进行增删并附“看语”(判案意见)，最后交由刑部堂官(尚书、左右侍郎)批阅。最初的看语称作“司看”，第二次为“覆看”，第三次为“总看”。司看用蓝笔，覆看用紫笔，总看用墨笔。三看之后，还有堂官的批语，可说慎之又慎。后阶段为五至七月，刑部将地方督抚审案结论与刑部看语对照，再分两次会议(司官为主体的“司议”与堂官为主体的“堂议”)进行讨论，从而得出刑部的最终意见。随后，刑部准备好文案，由九卿科道会审(九卿会审主要是形式上的意义，基本都会接受刑部意见)，定议后向皇帝报告(若大臣们意见不一致，则将正反观点一并上奏)，由皇帝作出终极钩决：予钩(立即执行死刑)或免勾(暂不执行死刑)

姑举两例。

光绪六年(1880)六月，安徽某县人姚绍海途遇卖布裤的侄子姚本之，因侄子常不务正业，姚绍海怀疑其售卖布裤为赃物，诘问之，遂起争执。姚绍海伙同侄孙姚得意将姚本之捆绑，打算带回家训斥。路上姚本之不服，高声辱骂姚绍海，后者心中愤慨，欲杀之除害，即同姚得意斩杀姚本之。致命伤为姚绍海所致。

对此案，三法司拟律意见是“依故杀之法，绞”。此意见获得裁可，姚绍海被判绞监候(死刑缓期执行)留待秋审。

秋审中，司看意见很简单，只两个字：“拟缓”。覆看批：“谋毙卑幼，情节较惨。惟衅起管教，死者卧地辱骂，已属理曲犯尊。该犯有心致死，系由死者不务正业，恐被连累起意。尚可原缓。”总看则批：“死者并无为匪确据……该犯辄商同族人，谋毙其命，情节极为残忍。似难以‘衅起管教’等词，率行拟缓。仍记候彚核。”

司看与覆看都赞成缓决，总看却看重该案件属于极残忍谋杀，且死者并无为非作歹的确据，因此不太赞成缓决，但并未给出结论，而是慎称需要留待日后审核。

那么，堂官又是如何批示的呢？当时的刑部尚书张之万批道：“总批是。难以原缓”。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其人系晚清律学名家)则批道：“谋杀虽较故杀情节为重，惟系临时起意，与平素仇隙不睦、蓄意残杀究属有间。既无另有起衅别情，似或可宽其一线。记彚核。”尚书赞同总看而拟缓，左侍郎却以“临时起意”而希望“宽其一线”，堂官意见并不统一。

接下来的司议上，意见获得统一：“情节较惨，姑以衅起管教并无诈赖别情，尚可宽其一线。仍恭候堂定。”司议结果与薛允升的意见接近，倾向于缓决。堂议记载暂缺。此案最终以情实上报皇帝，估计在堂议环节张之万的意见获得更多支持。光绪九年(1883)，皇帝钩决结果为“予勾”，姚绍海被判执行死刑，此时离其犯案已过三年。

同在光绪年间，29岁的贵州绥阳县陈姓丫头因贫穷盗窃杨氏棺内玉镯。依照清律，“凡发掘坟，见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开棺见尸者，绞”，陈丫头原拟绞立决(死刑)，后改绞监候(死刑缓期执行)。部议时有两个细节引起争论：一是该棺木浮厝，属停柩浅埋，不同于已垒坟，也不同于未殡埋棺木；二是棺盖未钉，陈丫头无凿锯实迹。各官员就陈丫头盗窃时有无见尸、盗浮厝棺物和盗坟冢在量刑上的区别、拾石垫起棺盖摸窃与锯缝凿孔盗墓的区别反复讨论，最后方定“可宽其一线，于黄册内声叙办理”。所谓“声叙”，又叫“声请”，即将记有斟酌是由的纸片添附在奏报皇帝的题本中，作为附加说明。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清代的秋审制度，在复核死刑上确实慎之又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误杀和乱杀，正如龚鼎孳所言，“务斟酌情法之平，使无仓卒锻炼之憾”(这里的“情”，主要指案件具体情形、情势，而不一定指情感、人情)。据学者孙家红研究，有清一代，不完全统计大概有3/4的死刑监候犯人，在经历一次或若干次秋审后，被免于死刑处罚。

                                              —— 民商1605班 221、222宿舍
